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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物种交互关系及栖息地时空分异的多因素候鸟分
布机制

徐逸飞，李　 翅∗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全球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约 １４％的候鸟种群面临数量减少或灭绝的严峻挑战。 识别对候鸟栖息格局具

有关键影响的驱动因素，对于濒危珍稀候鸟的保护管理及生物多样性恢复策略的制定和实施至关重要。 研究以东营市为研究

对象，通过集成 ＭａｘＥｎｔ、ＩｎＶＥＳＴ 和优化参数地理探测器（ＯＰＧ）模型，系统分析了 ２８ 种候鸟的适生区分布格局及栖息地质量演

变，并通过量化各类驱动因素对候鸟栖息格局的相对贡献及耦合机制，识别了关键驱动因素类型。 研究结果表明：（１）东营市

２８ 种候鸟及其竞争种的适生空间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高度重叠，与本地留鸟的重叠率为 ８５．８４％，与互花米草的重叠率为 ２０．
７４％；（２）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更较为频繁，区域景观多样性总体缩减了 ２７．１０％。 研究区生境质量总体维持在中

低水平，且除中低等级空间外，其它等级空间均不同程度扩张。 生境质量指数的聚集效应显著，各级空间以持续增强的高值聚

集为主；（３）种间竞争是影响研究区候鸟栖息分布的关键驱动因素类型，其次是人类活动、栖息生境与气候环境。 雁鸭类、鹤鹳

类和其它类候鸟展现出相似的环境响应机制，而鸻鹬类候鸟的空间分布则可能受到更为复杂的多因素交互过程的影响。 研究

明确了东营市候鸟栖息生态位的激烈竞争情况及栖息地环境逐渐劣化的发展趋势，通过 ＯＰＧ 模型量化了各类驱动因素及其亚

类指标对候鸟栖息格局的驱动强度与驱动机制，研究成果可为东营市高质量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参

考，并对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结果能够鼓励更多的决策者、学者和公

众参与到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来，共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保护；驱动机制；模型集成；候鸟；黄河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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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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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廊道（ＥＡＡＦ）在气候变化［１］、人类活动［２］以及黄渤海栖息地萎缩［３］等

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候鸟数量下降了约 ４２％，是全球候鸟迁徙廊道中数量下降最为显著、受威胁物种最

多的廊道［４］。 作为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指示物种，候鸟对生态系统质量、生物群落丰度及人类活动强度等指标

变化高度敏感［５］。 在既往的保护研究中，候鸟与栖息地质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分析探讨［３，６—７］。 然

而，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滨海栖息地丧失与候鸟种群变化之间的关系较为微弱，尽管候鸟数量在不同时期出现

显著波动，但同一地点的候鸟多样性总体保持相似［８］。 这一发现表明，候鸟在迁徙过程中的分布格局是由自

然、生物、社会等多维驱动因素耦合决定的。 因此，为实现有效的候鸟种群保护和区域生物多样性恢复，亟需

明确候鸟栖息格局对于多维驱动因素的响应机制。
量化多维驱动因素对候鸟栖息格局的相对贡献及其耦合机制，并识别关键驱动因素，对于确定缓解候鸟

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保护措施至关重要。 许多研究基于大尺度环境变量，分析了栖息地质量［９］、食物资源［１０］、
水位变化［１１］、气候环境［１２］、植被类型［１３］和人类活动强度［１４］等因素对候鸟栖息分布的影响。 然而，Ｓｉｒéｎ 等的

研究表明，物种的分布格局由直接和间接的非生物与生物因素共同塑造［１５］。 因此，仅依赖大尺度环境变量的

单因素研究往往忽略了环境的异质性及种间关系的复杂作用，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偏颇，影响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的有效性［１６］。 地理探测器作为一种广泛应用于湿地生态系统研究的空间统计工具，能够有效揭示自

变量对特定生态现象的影响［１７］。 已有研究尝试将物种分布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相结合，开展物种适宜性评估

和生境风险分析等量化研究［１８—１９］。 然而，该方法在探究多维驱动因素与候鸟栖息分布的交互关系方面的潜

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１６］，各驱动因素间的重要性及特征机制仍不清晰，同一因素对不同候鸟种群的驱动力度

是否存在差异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修复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

水平已成为黄河下游城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２０］。 东营市位于渤海之滨，独特的流域环境与城市发

展战略的不协调，使其面临着生物多样性持续衰减［２１］、城镇空间布局松散［２２］、土地利用效率低下［２３］ 等诸多

问题。 据此，本文以东营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区域内各物种的适生区分布格局及栖息地质量演变，从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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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揭示东营市候鸟栖息格局萎缩的问题及成因。 通过评估各驱动因素对候鸟栖息格局的相对贡献及耦合

机制，识别关键驱动因素，为东营市候鸟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将主要回答以下三个科学问题：
（１）东营市各类群候鸟与竞争种之间的生态位竞争关系如何？ （２）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生境质量的时空演

变特征是什么？ （３）影响研究区候鸟栖息格局的关键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什么？

１　 研究区概况

东营市（３６°５５′—３８°１０′Ｎ， １１８°０７′—１１９°１０′Ｅ）位于山东半岛北部，年平均温度 １２—１３℃，年降水量

５５０—６５０ ｍｍ［２４］。 东营市总面积约 ８２００ ｋｍ２，覆盖了近 ９６％的黄河三角洲湿地［２５］，涵盖河流、池塘、浅海滩

涂、芦苇沼泽等多种类型的候鸟栖息生境。 东营市作为 ＥＡＡＦ 的重要节点（图 １），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

洋鸟类迁徙的重要停歇地、越冬地和繁殖地［２６］，域内已有记录的鸟类有 ３６８ 种。 其中记录频度较高的候鸟 ９８
种（冬候鸟 ４７ 种、夏候鸟 ５１ 种）、留鸟 ３６ 种、旅鸟 １１０ 种，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鸟类有 １２ 种，属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的鸟类有 ５１ 种，更有 ４７ 种鸟类达到或超过全球或迁徙路线 １％数量标准。

图 １　 研究区概况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研究数据和方法

２．１　 研究数据

如表 １ 所示，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数据、物种分布数据、自然环境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四种

类型。
研究选取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０ 年三期的东营市土地利用数据，并将原二级分类系统下 ２３ 个地类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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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１３ 个类型［２５］。

表 １　 数据简介及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数据类型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ｓ

数据名称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数据格式
Ｄａｔａ ｆｏｒｍａｔ

数据分辨率
Ｓｐａｔｉａｌ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数据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土地利用数据
Ｌａｎｄ ｕｓｅ

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集
（ＣＮＬＵＣＣ） Ｒａｓｔｅｒ ３０ ｍ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物种分布数据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ａｔａ 鸟类分布点位数据 ＣＳＶ －

中国观鸟记录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ｉｒｄｒｅｐｏｒｔ． ｃｎ ／ ）；
ｅＢｉｒｄ（ｈｔｔｐｓ： ／ ／ ｅｂｉｒｄ． ｏｒｇ ／ ｈｏｍｅ）；全球生物多样性
信息网络平台（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ｂｉｆ．ｏｒｇ ／ ）

互花米草空间分布数据集 Ｒａｓｔｅｒ ３０ ｍ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 ／ ｍａｉｎ ／ ＃ ／ ）

自然环境数据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地表高程数据（ＤＥＭ） Ｒａｓｔｅｒ ３０ ｍ 地理空间数据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

气候环境数据 Ｒａｓｔｅｒ ３０ ａｒｃ⁃ｓｅｃｏｎｄｓ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ｏｒｇ ／ ）

年度植被指数空间分布数据
（ＮＤＶＩ） Ｒａｓｔｅｒ ３０ ｍ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土壤类型空间分布数据 Ｒａｓｔｅｒ １ ｋｍ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自然要素边界数据 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 — 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ｂｍａｐ．ｃｎ ／ ）

中国土壤数据集 Ｒａｓｔｅｒ １ ｋｍ 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ｃｄｃ．ａｃ．ｃｎ ／ ｐｏｒｔａｌ ／ ）

社会经济数据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交通路网分级数据 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 —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ｘｔｒａｃｔ．ｂｂｂｉｋｅ．ｏｒｇ ／ ）

行政区划边界数据 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 —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ＧＤＰ 空间分布数据 Ｒａｓｔｅｒ １ ｋｍ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人口空间分布数据（ＰＯＰ） Ｒａｓｔｅｒ １ ｋｍ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中国夜间灯光年度数据集 Ｒａｓｔｅｒ ０．００４°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研究使用的物种分布数据主要分为三类：候鸟、本地留鸟和外来入侵物种（表 ２）。 其中，候鸟与本地留鸟

的分布数据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 自动化技术进行收集，数据筛选条件为“物种名称”和“空间范围”，并借助 ＥＮ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进行冗余剔除。 为保证建模精度，研究仅保留数据条目大于 １５ 的物种，共获得 ２８ 种候鸟的分布数据 ９５１
条，３ 种留鸟的分布数据 ２０９ 条。 同时，基于鸟类的分类学地位和生态学特征，并参考水鸟同步调查的分类体

系，研究将 ２８ 种候鸟划分为四个类群：雁鸭类、鸻鹬类、鹤鹳类和其它类候鸟。 其中，因鹈鹕科、鸥科和鹭科的

候鸟物种数均少于 ５ 种，故将其归为其它类候鸟。 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数据源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

心，研究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４ 和 ＥＮ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对其进行空间裁切、整合转换、冗余剔除后用于本文的物种分布

研究。
研究选取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２．１ 版本的基准期气候环境数据，并通过普通克里金插值法对 １９ 个生物气候变量中

的异常值与遗漏值进行修正［２７］。
为保障研究的科学性与一致性，研究以东营市行政区划边界作为空间约束，所有数据均采用 ＷＧＳ＿１９８４＿

ＵＴＭ＿Ｚｏｎｅ＿５０Ｎ 投影坐标系，数据分辨率均统一至 ３０ ｍ，并对齐栅格数据的行列号。
２．２　 基于 ＭａｘＥｎｔ 的物种分布预测

研究分别选择影响鸟类栖息分布和互花米草生长繁殖的环境因子各 ３５ 个［２８—２９］（图 ２，图 ３），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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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对环境因子数据进行相关系数检验。 研究将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重复运行 １０ 次进行 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 刀切测

试，基于各环境因子的贡献率、置换重要度及生态学意义，对同一模型中相关性过高（ ｒ ＞０．８０）的因子组合

进行优化，每个物种仅保留 １０ 个环境因子参与后续模型优化与潜在适生区模拟研究［３０］。

表 ２　 研究所收集的鸟类物种及其保护水平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序号
Ｃｏｄｅ

物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
Ｌｉｓｔ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世界自然联盟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所属类群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ｙｐｅｓ

１ 青头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 ｂａｅｒｉ 一级 ＣＲ 极危（２０１９） 雁鸭类候鸟（旅鸟）

２ 鸿雁 Ａｎｓｅｒ ｃｙｇｎｏｉｄｅｓ 二级 ＶＵ 易危（２０２３） 雁鸭类候鸟（旅鸟）

３ 红头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 ｆｅｒｉｎａ — ＶＵ 易危（２０２１） 雁鸭类候鸟（旅鸟）

４ 白眼潜鸭 Ａｙｔｈｙａ ｎｙｒｏｃａ — ＮＴ 近危（２０１９） 雁鸭类候鸟（旅鸟）

５ 罗纹鸭 Ｍａｒｅｃ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 — ＮＴ 近危（２０１６） 雁鸭类候鸟（冬候鸟）

６ 斑头秋沙鸭 Ｍｅｒｇｅｌｌｕｓ ａｌｂｅｌｌｕｓ 二级 ＬＣ 无危（２０１６） 雁鸭类候鸟（冬候鸟）

７ 花脸鸭 Ｓｉｂｉｒｉｏｎｅｔｔ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二级 ＬＣ 无危（２０１６） 雁鸭类候鸟（旅鸟）

８ 尖尾滨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 ＶＵ 易危（２０２１） 鸻鹬类候鸟（旅鸟）

９ 红腹滨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ｃａｎｕｔｕｓ — ＮＴ 近危（２０１８） 鸻鹬类候鸟（旅鸟）

１０ 弯嘴滨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 ＮＴ 近危（２０１６） 鸻鹬类候鸟（旅鸟）

１１ 红颈滨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 ＮＴ 近危（２０１６） 鸻鹬类候鸟（旅鸟）

１２ 大滨鹬 Ｃａｌｉｄｒｉｓ ｔｅｎｕ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二级 ＥＮ 濒危（２０１６） 鸻鹬类候鸟（旅鸟）

１３ 蛎鹬 Ｈａｅｍａｔｏｐｕｓ ｏｓｔｒａｌｅｇｕｓ — ＮＴ 近危（２０１９） 鸻鹬类候鸟（夏候鸟）

１４ 斑尾塍鹬 Ｌｉｍｏｓａ ｌａｐｐｏｎｉｃａ — ＮＴ 近危（２０１６） 鸻鹬类候鸟（旅鸟）

１５ 黑尾塍鹬 Ｌｉｍｏｓａ ｌｉｍｏｓａ — ＮＴ 近危（２０１６） 鸻鹬类候鸟（旅鸟）

１６ 白腰杓鹬 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ａｒｑｕａｔａ 二级 ＮＴ 近危（２０１７） 鸻鹬类候鸟（旅鸟）

１７ 大杓鹬 Ｎｕｍｅｎｉｕｓ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二级 ＥＮ 濒危（２０１６） 鸻鹬类候鸟（旅鸟）

１８ 凤头麦鸡 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 ＮＴ 近危（２０１６） 鸻鹬类候鸟（旅鸟）

１９ 白枕鹤 Ａｎｔｉｇｏｎｅ ｖｉｐｉｏ 一级 ＶＵ 易危（２０２１） 鹤鹳类候鸟（旅鸟）

２０ 东方白鹳 Ｃｉｃｏｎｉａ ｂｏｙｃｉａｎａ 一级 ＥＮ 濒危（２０１８） 鹤鹳类候鸟（夏候鸟）

２１ 灰鹤 Ｇｒｕｓ ｇｒｕｓ 二级 ＬＣ 无危（２０１６） 鹤鹳类候鸟（冬候鸟）

２２ 丹顶鹤 Ｇ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ｅｎｓｉｓ 一级 ＶＵ 易危（２０２１） 鹤鹳类候鸟（冬候鸟）

２３ 白头鹤 Ｇｒｕｓ ｍｏｎａｃｈａ 一级 ＶＵ 易危（２０１６） 鹤鹳类候鸟（旅鸟）

２４ 白鹤 Ｌｅｕｃｏｇｅｒａｎｕｓ ｌｅｕｃｏｇｅｒａｎｕｓ 一级 ＣＲ 极危（２０１８） 鹤鹳类候鸟（旅鸟）

２５ 遗鸥 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 ｒｅｌｉｃｔｕｓ 一级 ＶＵ 易危（２０１７） 其它类候鸟（冬候鸟）

２６ 白琵鹭 Ｐｌａｔａｌｅａ ｌｅｕｃｏｒｏｄｉａ 二级 ＬＣ 无危（２０１６） 其它类候鸟（旅鸟）

２７ 卷羽鹈鹕 Ｐｅｌｅｃａｎｕｓ ｃｒｉｓｐｕｓ — ＮＴ 近危（２０１７） 其它类候鸟（旅鸟）

２８ 黑嘴鸥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ｉｌａｒｕｓ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ｉ 一级 ＶＵ 易危（２０１８） 其它类候鸟（夏候鸟）

２９ 苍鹭 Ａｒｄｅ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 — ＬＣ 无危（２０１９） 竞争种（留鸟）

３０ 绿头鸭 Ａｎａｓ 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 ＬＣ 无危（２０１６） 竞争种（留鸟）

３１ 斑嘴鸭 Ａｎａｓ ｚｏｎｏｒｈｙｎｃｈａ — ＬＣ 无危（２０１８） 竞争种（留鸟）

３２ 互花米草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Ｌｏｉｓｅｌ． — — 竞争种（入侵物种）

　 　 表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等级参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２０２１ 年颁布的版本；“世界自然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参照 ＩＵＣＮ 官

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ｏｒｇ ／ ）发布的数据，括号内标明了物种保护等级的更新年份

研究使用 Ｒ 的 Ｋｕｅｎｍ 包来调整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的倍频和特征组合参数［３１］。 针对每个候鸟物种，研究通过组

合 ８ 个倍频值（区间 ０．５—４，步长 ０．５）以及 ３１ 种特征组合类型创建了 ２４８ 个候选模型，并基于（１）具有统计

学意义；（２）遗漏率低于 ５％；（３）ｄｅｌｔａ ＡＩＣｃ 值小于 ２ 三个标准筛选最优参数组合。 此外，研究基于模型的最

大测试敏感性＋特异性逻辑阈值确定 ２８ 种候鸟、３ 种留鸟与 １ 类入侵物种的适生区，并将其划分为高适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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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环境因素相关性评估结果（鸟类）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ｉｒｄｓ）

适生、低适生和非适生四种类型，其中高适生和中适生空间被视为物种的潜在栖息地［３２］。
２．３　 候鸟栖息地时空分异研究

２．３．１　 基于 ＳＨＤＩ 的景观多样性评价

研究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工具集将研究区划分为 １１４１ 个规划单元［３３］，并依式（１）对每个规划

单元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按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低、中低、中高、高四个等级。

ＳＨＤＩ ＝ － ∑
ｍ

ｉ ＝ １
Ｐ ｉ ｌｎ Ｐ ｉ( ) （１）

式中，Ｐ ｉ为规划单元中斑块类型 ｉ 的比例，ＳＨＤＩ≥０，当一个单元中仅发现一种斑块类型时，ＳＨＤＩ＝ ０。
２．３．２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的生境质量评价

如式（２）所示，研究将耕地、建设用地、铁路、主要干道作为威胁因子，并参考模型手册及相关研究确定各

因子参数［３４—３５］。 研究通过重复运行模型以优化结果表达，并将结果平均划分为低、中低、中高、高四个等级。

Ｑｘｊ ＝Ｈ ｊ １－
Ｄｚ

ｘ ｊ

Ｄｚ
ｘｊ＋ｋｚ

æ

è
çç

ö

ø
÷÷

æ

è
çç

ö

ø
÷÷ （２）

式中，Ｑｘｊ表示土地利用类型 ｊ 中栅格 ｘ 的生境质量得分；Ｈｊ表示第 ｊ 类土地覆被的生境适宜度；Ｋ 为半饱和参数，
通常取 Ｄｘｊ最大值的一半；Ｚ 为模型默认参数，通常取 ２．５；Ｄｘｊ为第 ｊ 类土地覆被第 ｘ 个栅格空间的生境退化度。
２．４　 基于 ＯＰＧ 的候鸟分布机制研究

２．４．１　 驱动因素选择

　 　 如表 ３ 所示，研究从物种竞争［１０］、气候环境［３６］、栖息生境［３７］和人类活动［３］四方面共选取 １６ 个指标作为

９８１２　 ５ 期 　 　 　 徐逸飞　 等：耦合物种交互关系及栖息地时空分异的多因素候鸟分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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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环境因素相关性评估结果（互花米草）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Ｌｏｉｓｅｌ）

解释变量，分别对研究区内的全部 ２８ 种候鸟、雁鸭类、鸻鹬类、鹤鹳类和其它类候鸟类群的潜在分布格局进行

解译分析。
２．４．２　 驱动因素解释力及交互作用分析

如式（３）所示，研究基于 Ｒ 的 ＧＤ 包筛选解释力最高的离散化方案开展地理探测分析，以提高地理事物

空间分层异质性探测的整体分析能力［３８—３９］。

ｑ ＝ １ －
∑ Ｌ

ｉ ＝ １
Ｎｉ σ２

ｉ

Ｎ σ２ （３）

式中，ｑ 为解释变量 Ｘ 对因变量 Ｙ 解释力的度量，取值范围为［０，１］，值越大说明 Ｘ 对 Ｙ 的解释力越强，反之

则越弱；Ｌ 为因变量 Ｙ 或解释变量 Ｘ 的分类或分区；Ｎｉ和 Ｎ 分别为第 ｉ 个分区和整个研究区的单元数；σ２和σ２

分别为第 ｉ 个分区和整个研究区的 Ｙ 值的方差。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研究区物种分布格局

３．１．１　 模型精度检验结果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结果显示，２８ 种候鸟和 ３ 种留鸟的 ＡＵＣ 平均值分别为 ０．８９２８、０．８４４３，最低值分别为 ０．８２３、
０．８３８，入侵种护花米草的 ＡＵＣ 值为 ０．９６７，各模型预测精度均较好。

０９１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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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驱动因素简介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变量类型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ｓ

因素类型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ｙｐｅｓ

因素标号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因素名称
Ｆａｃｔｏｒ ｎａｍｅｓ

数据类型
Ｄａｔａｔｙｐｅｓ

被解释变量（Ｙｉ） 候鸟分布格局 Ｙ１ 全部 ２８ 种候鸟的分布格局 连续性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Ｙｉ） Ｙ２ 雁鸭类候鸟的分布格局 连续性

Ｙ３ 鸻鹬类候鸟的分布格局 连续性

Ｙ４ 鹤鹳类候鸟的分布格局 连续性

Ｙ５ 其它类候鸟的分布格局 连续性

解释变量（Ｘｉ） 种间竞争（Ｘ１） Ｘ１１ ＮＤＶＩ 连续性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Ｘｉ） Ｘ１２ 互花米草潜在分布 连续性

Ｘ１３ 苍鹭潜在分布格局 连续性

Ｘ１４ 绿头鸭潜在分布格局 连续性

Ｘ１５ 斑嘴鸭潜在分布格局 连续性

气候环境（Ｘ２） Ｘ２１ 气温年变化范围 连续性

Ｘ２２ 降水季节性（变异系数） 连续性

Ｘ２３ 温度季节性（变异系数） 连续性

栖息生境（Ｘ３） Ｘ３１ 生境质量 连续性

Ｘ３２ ＬＵＬＣ 离散型

Ｘ３３ ＳＨＤＩ 连续性

人类活动（Ｘ４） Ｘ４１ ＧＤＰ 连续性

Ｘ４２ ＰＯＰ 连续性

Ｘ４３ 距铁路距离 连续性

Ｘ４４ 距主要干道距离 连续性

Ｘ４５ 夜间灯光数据 连续性

　 　 ＮＤＶＩ 为归一化植被指数，ＬＵＬＣ 为土地利用类型，ＳＨＤＩ 为香农多样性指数，ＧＤＰ 为国内生产总值，ＰＯＰ 为人口空间分布

３．１．２　 候鸟适生区分布格局

研究结果（图 ４）表明，２８ 种候鸟的潜在栖息地总体以北侧滨海养殖区及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为高值核心，
呈现出自中心向外围、自沿海向内陆逐步降低的梯度变化趋势。 分类群来看，雁鸭类和鸻鹬类候鸟的潜在栖

息地面积较大，约为 １５００—１６５０ ｋｍ２，是地区的优势类群［４０］。 鹤鹳类与其它类候鸟的潜在栖息地面积较小，
仅为 ６００—７５０ ｋｍ２。 各类群候鸟的潜在栖息地模拟结果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高度重叠，其中鸻鹬类候鸟倾向

于黄河口生态旅游区的外延滩涂及南侧湿地，其潜在栖息地范围向南可延伸至广利⁃支脉河河口；而雁鸭类候

鸟则更偏好于研究区北部的滨海养殖区，依托孤北水库与孤东水库形成了南北连续的潜在栖息地格局。 在生

境斑块层面，鸻鹬类和雁鸭类候鸟的潜在栖息地分别以滩涂和水库坑塘作为主导生境；鹤鹳类候鸟和其它类

候鸟潜在栖息地的主导生境类型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分布模式较不规律。
３．１．３　 候鸟竞争种适生区分布格局

研究结果（图 ５）表明，３ 种留鸟的适生区主要分布于黄河口生态旅游区至广利⁃支脉河河口区段内的滨海

湿地，部分以斑块式散布于研究区北部的港口和养殖空间。 其中，苍鹭和斑嘴鸭的适生区空间格局较为相似，
而绿头鸭的适生区则具有更广泛的面积和更高的连通性。 仅从重叠面积判断，对本研究 ２８ 种候鸟竞争胁迫

较大的是绿头鸭（约 ９００．４ ｋｍ２）和苍鹭（约 ９００．１ ｋｍ２），其次是斑嘴鸭（约 ７７４．３ ｋｍ２）。 综合各留鸟的游荡和

觅食习性来看，苍鹭主要对鸻鹬类和其它以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的小型水鸟的影响较大。 绿头鸭和斑嘴鸭则

对雁鸭类候鸟的栖息和觅食具有显著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护花米草的适生区大面积占据了黄河故道河口、广利⁃支脉河河口以及“黄河口生态旅游

区—东营港”片区内的近海滩涂与围垦未利用地。 从竞争关系来看，互花米草的适生区空间分布与候鸟及本

地留鸟的生态位重叠度分别为 ２０．７４％和 １３．４５％，对以鸻鹬类为代表的多种候鸟的栖息生存及河口湿地的生

态系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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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研究区候鸟潜在栖息地模拟结果

Ｆｉｇ．４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 ５　 研究区竞争种适生区模拟结果

Ｆｉｇ．５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ｅｓｏｐｈｉｌｉｃ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３．２　 候鸟栖息地时空演变特征

３．２．１　 景观多样性时空演变特征

如图 ６ 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更频繁，转换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５０．６３％。 其中，水库坑

塘、沼泽地和滩涂的面积显著增加，裸地、盐碱地和草地严重萎缩，耕地和建设用地在经历大幅波动后逐渐趋于

稳定。 分阶段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土地转换频率较高，转换方式以城市生产生活空间吞占自然空间扩张为主。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土地转换方式以城市生产生活空间的扩展分化为主，近海滩涂与浅海区受人类活动干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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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转换统计

Ｆｉｇ．６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如图 ７ 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景观多样性总体缩减了 ２７．１０％，景观多样性高值区从中心城镇逐渐

转移至黄河河口。 黄河沿岸地区、“孤岛镇⁃许家屋子”片区及东营港片区的 ＳＨＤＩ 值在不同时期下均稳定在

较高水平。 其中，黄河沿岸地区的规划单元内多为河流、滩涂、农田、林草地等生境交错，而其它片区的规划单

元则因建设用地无序发展和生产生活用地交错，呈现出“碎片化多样”的态势。
３．２．２　 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

如图 ８ 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的生境质量总体以中低等为主，平均值由 ０．３０２３ 波动上升至 ０．３４７５，
与已有成果基本一致［３４］。 高质量生境空间主要集中在以广利⁃支脉河河口、黄河故道河口和黄河口生态旅游

区，并逐渐向周边滩涂和内陆湿地扩展。 中高质量生境空间主要依托河湖水库和滨海养殖区，呈现出连续的

片区式发育特征。 中低质量和低质量生境空间分别以农林用地和城市组团为核心集聚分布，并在不同类型的

土地利用边界处交错并置。
在空间自相关性上，研究区生境质量指数的聚集效应显著，聚集类型以高值聚集为主。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研究区生境质量的全局莫兰指数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 系数得分均持续增长，涨幅分别为 １６．９６％和 １９．７７％。 热点空

间的面积占比由 ９．０２５％增长至 ２０．３１６％，质心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由近海滩涂转移至黄河北岸的孤岛镇养

殖区；冷点空间的面积占比由 ７．７０３％波动增长至 １０．８２５％，质心逐渐向西南方向移动，并最终稳定在东营区

中心城镇。
３．３　 多类型因素对候鸟分布的影响机制

３．３．１　 因子探测结果

本研究各类型因素的解释力均通过了 Ｐ＜０．０１ 的显著性检验。 如图 ９ 所示，Ｘ１ 是影响研究区候鸟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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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研究区景观多样性水平统计

Ｆｉｇ．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 ８　 研究区生境质量及空间自相关性评估结果

Ｆｉｇ．８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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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素类型，其平均解释力为 ０．５３１，其次是 Ｘ４，其平均解释力为 ０．４２５。 其中，Ｘ１４、Ｘ２１、Ｘ１２、Ｘ４２ 和 Ｘ１３ 对

全部 ２８ 种候鸟的分布格局的解释力较强，而 Ｘ４４、Ｘ２２、Ｘ３３ 的解释力较弱，最低（Ｘ４４）仅为 ０．１０３。

图 ９　 单因子探测结果

Ｆｉｇ．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图中∗∗∗为显著性标记，表示 Ｐ＜０．０１；图中纵坐标为因素标号，详细名称请参见“表 ３ 驱动因素简介”。

分类群来看，Ｘ１ 和 Ｘ４ 对不同类群候鸟的潜在分布均具有显著影响，其平均解释力分别为 ０．４９５ 和０．３８３。
在此基础上，Ｙ２ 和 Ｙ５ 受 Ｘ２ 的影响较大，Ｙ３ 和 Ｙ４ 则对 Ｘ３ 的要求更为严苛，即雁鸭类和其它类候鸟具有更好

的气候适应性，而鸻鹬类和鹤鹳类候鸟则对特定生境表现出较高的依赖性。 此外，Ｘ１３ 和 Ｘ１４ 在解释不同类

群候鸟的分布格局时，其 ｑ 值均显著高于其它因素，这进一步佐证了苍鹭和绿头鸭对多个候鸟类群的竞争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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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各类型因素交互探测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图中▲为非线性增强，其余均为双因子增强；图中横、纵坐标均为因素标号，详细名称请参见“表 ３ 驱动因素简介”；ｑ 代表各因素间的交互

解释力强度

３．３．２　 交互探测结果

研究结果（图 １０）表明，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增强了其对各因变量空间分异的解释力，主要表现

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 整体来看，各驱动因素组合对于 Ｙ１ 的平均解释力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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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１、Ｘ１＋Ｘ４、Ｘ１＋Ｘ３、Ｘ１＋Ｘ２、Ｘ２＋Ｘ４。 其中，解释力最高的因素组合方案为 Ｘ１３＋Ｘ４１，最低的为 Ｘ２２＋Ｘ４４。 此

外，所有 ｑ＞０．８ 的因素组合方案均涉及 Ｘ１ 类型的因素，且 Ｘ１＋Ｘ４ 的类型组合占比达 ５０％。
分类群来看，Ｙ２、Ｙ４ 和 Ｙ５ 对解释变量交互作用的响应曲线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且均与 Ｙ３ 存在显著

差异。 具体而言，Ｙ２ 和 Ｙ５ 对解释变量类型组合的响应曲线高度相似，Ｙ４ 的总体变化趋势与 Ｙ２ 和 Ｙ５ 一致，
但其解释力普遍较低。 而 Ｙ３ 的响应曲线波动较小，且对于多种类型组合的解释力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这

一结果表明，雁鸭类、鹤鹳类和其它类候鸟之间可能存在同源的响应机制，即在研究环境中，它们的空间分布

受到相同因素组合的影响，且鹤鹳类候鸟对多数生态过程和外界干扰表现出较强的缓冲能力。 此外，研究结

果还显示，鸻鹬类候鸟的空间分布可能受到更多因素组合的综合影响，其可能依赖于广泛的捕食习性或稳健

的生态策略占据了更加宽广的生态位。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结果讨论与策略建议

研究基于 ＯＰＧ 模型，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型驱动因素对研究区候鸟栖息格局的贡献力及耦合机制。 因子

探测结果显示，种间竞争对不同类群候鸟的栖息分布均具有显著影响，且留鸟潜在分布格局的贡献力显著高

于其他因素。 这与 Ａｈｏｌａ 等的研究结论一致，留鸟的空间分布对候鸟的繁殖间隔和种群密度具有关键性影

响［４２］。 不同候鸟类群对不同类型环境因素的响应程度存在差异，例如鸻鹬类候鸟对栖息生境因素的响应会

更为强烈。 Ｄｕａｎ 等亦在研究黄河三角洲鸻鹬群落时指出，栖息环境（生境质量、生境面积和生境斑块数量

等）的萎缩会对鸻鹬类候鸟的种群稳定性产生严重威胁，尤其是对体型较大的个体［４３］。
交互探测结果进一步表明，人类活动可能加剧物种间的竞争冲突，这与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４４—４５］。

人类活动显著改变了栖息地及资源的可用性，从而加剧了物种之间的竞争压力。 Ｓｅｔｓａａｓ 等还指出，即使是保

护性的管理活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物种的行为模式［４６］。 当前，有关濒危珍稀物种的研究普遍采用物种

分布模型进行模拟预测。 由于量化种间关系面临技术挑战，现有研究多侧重于物种对自然环境的响应，忽视

了对种间关系的综合考量［４７］。 这种局限性导致多数保护实践工作仅局限于识别栖息生境、优化栖息地质量

以及降低人类活动干扰，严重制约了濒危珍稀物种保护工作的高效性和可持续性。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和 Ｌｅｖｉｎｓ 的生态位理论明确指出，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由其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方式及与

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关系共同决定［４８］。 随着黄河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东营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此背景下，如何统筹种间关系和自然过程，有效降低潜在的人为干扰，是当前保护工作

的核心挑战。 基于东营市候鸟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现状，研究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１）深化种间关系研究，科学调控区域物种竞争强度。
研究建议决策方利用标记追踪、生态建模等技术，定期评估候鸟的生态位和生存状况，通过科学的生态或

人工措施控制入侵物种蔓延，并动态调控本地种的栖息空间与种群数量，以维持和提升生态系统的物种多

样性。
（２）依托多模型集成框架，构建长短期结合的保护管理机制。
研究建议决策方采用多模型集成框架对候鸟及其栖息环境进行长效规划与定期评估，并通过短期目标的

实现情况动态调整保护策略，以有效应对极端气候事件，降低环境突变对候鸟栖息生存的不利影响。
（３）加强多地区保护协作，促进不同地域间生物种群的基因流动。
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生态系统和物种栖息地被行政边界割裂。 研究建议通过多地区的保护协作，构建结

构连贯、功能完善的生态网络，以维持候鸟自然迁徙路线的稳定，显著降低候鸟迁徙风险。
４．２　 研究的创新和局限

本文通过集成 ＭａｘＥｎｔ、ＩｎＶＥＳＴ 和 ＯＰＧ 模型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框架，该框架利用多模型的联合特

性有效减少了系统误差，使研究者能够从多维视角深入探讨种间关系及自然环境对候鸟栖息分布的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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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本文将候鸟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指示物种来约束生境斑块识别条件，该研究思路在滨海城镇空间中具

有较强的普适性。
候鸟迁徙是一种跨区域行为，通常涉及多个地区或国家，其栖息地选择策略会在迁徙过程中不断优化。

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扩展至更大尺度，从宏观生态学视角探讨候鸟在多个停歇地之间的策略选择和种群结

构的差异，增强研究结果在空间水平上的普适性。 同时，现有鸟类分布数据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的记录相对匮乏，
数据缺失限制了对长期变化趋势的全面评估，未来应持续积累数据或探索更多数据获取方式，丰富数据的时

间序列完整性。
４．３　 结论

（１）东营市 ２８ 种候鸟及其竞争种的适生空间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高度重叠，其中与本地留鸟的重叠率

为 ８５．８４％，与互花米草的重叠率为 ２０．７４％。 各类群候鸟受本地留鸟的竞争胁迫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其它

类候鸟、鹤鹳类候鸟、雁鸭类候鸟、鸻鹬类候鸟；受互花米草的竞争胁迫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鸻鹬类候鸟、其
它类候鸟、雁鸭类候鸟、鹤鹳类候鸟。

（２）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更较为频繁，区域景观多样性总体缩减了 ２７．１０％。 研究区生境质

量总体维持在中低水平，且除中低等级空间外，其它等级空间均不同程度扩张。 生境质量指数的聚集效应显

著，各级空间以持续增强的高值聚集为主，全局莫兰指数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 系数得分涨幅分别为 １６． ９６％和

１９．７７％。
（３）种间竞争是影响研究区候鸟栖息分布的关键驱动因素，其次是人类活动、栖息生境和气候环境。 其

中，种间竞争和人类活动对多类群候鸟的栖息分布均具有显著影响，气候环境对于雁鸭类和其它类候鸟的栖

息分布影响较大，而鸻鹬类和鹤鹳类候鸟则对栖息生境的要求更为严苛。 此外，雁鸭类、鹤鹳类和其它类候鸟

的栖息分布受相同的因素类型组合影响，而鸻鹬类候鸟的空间分布则可能由更复杂的多因素交互过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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